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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乌贾马” 社会主义是尼雷尔立足坦桑尼亚独特的历史条件, 为争取

国家自力更生和集体福祉, 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的理论

和实践探索。 虽然由于政策失误导致实践失败, 但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原则和 “大家

庭” 理念, 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坦桑尼亚的公共话语和基层实践, 成为人民应对新自

由主义冲击的宝贵精神财富。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坦桑尼亚革命党需要认真总结国

家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切实继承社会主义历史遗产, 在非洲联合及

中非命运共同体议程中探索现代化新路径。 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 坦桑尼亚只有回

归社会主义道路, 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统一行动, 才能重新掌握历史主动, 真

正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福祉。

[关键词] 乌贾马　 尼雷尔　 坦桑尼亚　 村社社会主义　 非洲社会主义

非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坦桑尼亚的 “乌贾

马”① 社会主义则是其中的一面旗帜, 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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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贾马 (Ujamaa), 在坦桑尼亚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 (Kiswahili) 中的直接含义是 “村
社”, 延伸为传统村社生活中形成的 “大家庭关系”。 因此, “乌贾马” 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包含

两个方面: 一是以村社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在坦桑

尼亚乃至非洲各民族间重新建立一种 “大家庭” 般的共同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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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乌贾马” 道路并未引领坦桑尼亚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繁荣富强, 但其取得的建

设成果, 特别是蕴藏在失败背后的关于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宝贵经验

教训, 以及被长期奴役和压迫的非洲人民在追求自力更生与文明振兴的艰苦奋斗中

形成的独特思想和价值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 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

遇。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回顾 “乌贾马” 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从非洲现代发展的结

构性困境中重新审视其成败得失, 将那些未被重视但至今仍保留在公共话语和基层实

践中的 “乌贾马” 遗产重新引入当代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现代化议程, 对于打破

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 探索真正适合非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 以中非携手现代化

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而言,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乌贾马” 社会主义的历史得失

“乌贾马” 社会主义是坦噶尼喀 /坦桑尼亚非洲民族联盟① (Tanganyika / Tanzani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党主席、 坦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 ( Julius Nyerere)
在后殖民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的积极成果。 尽管在实践上遭

受失败, 但不论是 “乌贾马” 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还是作为一种非洲

本土化社会主义理念的 “乌贾马” 本身, 对今天坦桑尼亚和非洲的发展依然具有重

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 什么是 “乌贾马” 社会主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重要结晶, 现代坦桑尼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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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简称坦盟) 是坦噶尼喀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组织和 1962 年成

功获得独立的坦噶尼喀共和国 (Republic of Tanganyika) 的执政党。 坦盟前身是 1929 年成立的坦

噶尼喀非洲人协会 (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 1954 年尼雷尔将非洲人协会改组为坦盟并

任党主席; 1964 年, 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Zanzibar) 合

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遂改称坦桑

尼亚非洲民族联盟, 成为坦桑尼亚执政党, 尼雷尔任党主席。 1977 年, 坦盟与桑给巴尔民族主

义政党、 原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 (Afro-Shirazi Party) 合并为坦桑尼亚革

命党 (Chama Cha Mapinduzi), 直到今天一直是坦桑尼亚执政党。 坦桑尼亚革命党将 “社会主义

与自力更生” 作为党的长期政策目标写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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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是泛非主义与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相结合的典范。 然而建国之初的坦桑尼亚,
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 深受三重结构性矛盾困扰: 第一, 宏观

经济结构呈现 “双轨制” ———城市经济以殖民时期建立的简单进口替代工业为主,
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则固守传统自然经济模式; 第二, 社会结构沿袭前现代特征, 多

数人口生活在传统部族社会体系中, 部族网络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 第三, 社会

阶级分化不明显, 但群体间矛盾暗流涌动,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占比甚微, 农

民阶级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上述三重结构性矛盾深刻制约了坦桑尼亚的

现代化进程。 肃清殖民主义遗毒, 彻底改变原始的社会结构、 落后的经济形态和薄

弱的物质基础, 成为坦桑尼亚必须尽快解决的历史任务。
虽然早在 1962 年国家刚独立时尼雷尔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由于当时推

行完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不足, 且可能招致前宗主国英国的外交干预, 尼雷尔

政府遂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 逐步稳固政治和经济主权。 经过第一个 “三年发展

计划”, 坦桑尼亚不仅工农业生产增长明显, 合作化经营方式得以推广, 人民生活

有所改善, 而且通过 “非洲化” 政策, 国家机关中的本土干部比例明显提升。 然

而在这一过程中, 民族资产阶级、 富农与城市工人阶级、 贫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 对新生官僚和精英集团的不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 为了避免国家重新陷

入动荡, 在巡视全国、 体察各地民情的基础上, 尼雷尔起草并发布了新的纲领性文

件 《阿鲁沙宣言》 ( The Arusha Declaration), 提出了 “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
(socialism and self-reliance) 的政策新目标, 其核心是通过实施 “社会主义的农村

政策” 实现国家的自力更生, 逐步建立 “一个由社会主义农场和村社来主导农村

经济的国家, 并在全国统一社会模式”①, 确保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平等、 体面、 有

尊严的生活。
在以往学界的研究中, 通常将尼雷尔选择以村社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主要原因归结为坦桑尼亚的自然禀赋、 部落酋长家庭出身的尼雷尔对传统村社生活

模式及伦理的认同以及他对国家发展形势的判断 (为保证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社会

主义性质, 须避免对外部援助和资本的依赖, 但由于缺乏发展工业的资金, 只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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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雷尔文选》 第 2 卷, 李琳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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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农业积累国家财富)①。 上述观点更多体现了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众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选择 “村社社会主义” 模式的客观原因。 基于农业

农村的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对后殖民时代非洲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限制是广泛而深

刻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 传统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主要以松散的部落社会为主, 土

地兼并问题不突出, 小农家庭享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这种状况即使进入

殖民历史阶段也未曾发生根本改变。 掌握土地、 自给自足的非洲小农家庭没有接受

政府管理的必然需求和历史惯性, 正如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指出的, 打破

传统的农业部门结构和生产方式, 将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民阶层纳入日常管理并有效

吸纳农业生产剩余, 从而实现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在全国层面上的扩大生产和集体利

用, 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每一个志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非洲进步政府而言都是必须解决

的核心任务②。
然而, 现实中这项任务却面临多重困难: 一方面, 由于科层体系和技术手段的

落后, 非洲民族国家在建立之初, 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和交换都未被官方纳入计量,
这为政府科学制定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 在官方和农民之间并

未建立稳固的权力关系,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寄希望于通过价格激励、 行政监督、
政治教育等现代手段实现对相对原始的非洲农村地区的全面、 有效管理是根本不现

实的, 国家不得不通过一些直接的政策和物质利益倾斜获取农民的支持。 如何将广

大农村和农民纳入现代生产和货币交换体系, 彻底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 为国

家工业建设提供足够的原始资本和剩余劳动力, 是贯穿坦桑尼亚和整个非洲现代化

进程的中心议题。 因此, 尼雷尔以农业农村建设为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在某种意

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些先验地假定非洲国家政府

能够充分行使其权力 (尤其是对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 因而认定本土化社会主义

政策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政府无能和腐败或外部干预的观点, 是武断和不科学的。 当

然, 尼雷尔的 “乌贾马” 社会主义农业农村政策在规划和执行中确实存在诸多问

题, 但必须强调的是, 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 “并不只有胜利者和统治者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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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唐大盾等: 《非洲社会主义: 历史·理论·实践》,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 第 40 - 46、 268 - 272 页。

Samir Amin, “The Class Struggle in Africa”, Revolution, Vol. 1, No. 9,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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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实”①, 其发展进程同时受到有权力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的精英阶层与有能力

退出国家管理的农村民众的共同制约, 这种情况在当代非洲现代化语境下同样有效。
(二) 怎样建设 “乌贾马” 社会主义?
尼雷尔强调,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态度”②。 因此, 发展以村社为中心

的本土化社会主义, 首先是要构建一套适用于村社生产生活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

伦理规范。 在尼雷尔看来, 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态度内生于非洲的传统村社生活之中,
他将其概括为 “乌贾马” 三原则, 即平等、 民主、 人人参与劳动。 “乌贾马” 社会

主义 “反对以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美好社会的教条

社会主义”③, 主张恢复和发展普遍的 “大家庭关系” 并将之从村社扩展至国家、 非

洲大陆乃至整个人类世界④。 坦桑尼亚发展之初并未形成成熟的现代资产阶级和工

人阶级, 阶级矛盾不是影响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因素。 针对广大农村地区前现代的

社会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 尼雷尔主张淡化阶级概念、 强调大家庭理念, 对于巩固

多民族国家团结、 凝聚人民力量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这对于今天的坦桑尼亚政

治团结、 泛非统一、 全球南方合作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就具体措施而言, “乌贾马” 社会主义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生

产经营上, 计划首先在全国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规划和筹建新的 “乌贾马” 村

社并渐进地推进合作化生产。 虽然规定土地由村社共有, 但最初阶段每个家庭仍会

被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独立经营以满足基础需求, 剩余少部分未被分配的土地

再直接作为公共土地由村民合作经营。 随着合作经营的土地展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
村民将自发地扩大合作经营土地的规模, 直至家庭土地全部转化为合营土地、 农业

集体化生产方式彻底建立, 在此基础上再有序探索多元化产业并为国家发展现代化

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各种支持。 二是在日常管理上, 建立村社大会制度以履行

基层民主, 村干部和村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并负责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以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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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eodor Shanin, “ The Peasantry as a Political Facto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4,
No. 1, 1966.

《尼雷尔文选》 第 1 卷, 韩玉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119 页。
《尼雷尔文选》 第 1 卷, 韩玉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121 页。
参见 《尼雷尔文选》 第 1 卷, 韩玉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121 - 122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协调集体事务, 政府只派遣财会和督导人员协助生产经营有序推进。 三是在政府职

能上, 原则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应干涉农村具体事务, 除非是 “需要政府的场

合, 比如筹建学校时安排教师, 或者某项决议会影响到其他村社的利益的时候”①。

尼雷尔村社社会主义构想中的空想元素正是体现在上述规划中, 这些计划在实际执

行中都未能有效落实, 这也成为 “乌贾马” 社会主义实践逐渐走向失控的关键。

(三) “乌贾马” 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失败原因

1967 年, “乌贾马” 村社化运动 (Ujamaa Vijijini Operation) 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 这项运动旨在将广大农村人口从分散的定居点迁移至由政府选址规划的新的大

型村社, 从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当然村社的具体筹建由迁移来的农民自行完成。
最初, 政府本希望通过政策号召实现村民的自发迁移, 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遂不得

不逐渐扩大强制手段以在 1976 年前全面完成迁移工作。 农民对迁移和建设新村态度

冷淡, 因为新村庄的原始开发状况和政府极为有限的财政支持使得农民放弃原有家

园迁入新村后需要为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 得不偿失。 此

外, 为了快速推进这项工作, 地方政府在耕种季节强制要求农民搬迁, 造成了大规

模生产停滞和重大农业损失, 加上后续许多村社选址并不科学, 反而不利于农业生

产和社会主义协作。 实际上, 迁居运动不仅极大消耗了农民在早期对政策的热情,
而且在带来巨大物质负担的同时浪费了生产时间。 在国家强制推行 “村社化运动”

期间, 不论是国家的总体农业产出, 还是农业生产能力及合作化水平都没有明显的

改善, 导致尼雷尔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交替的水旱灾害面前捉襟见肘, 在

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最终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 受制于人。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然

而, 尼雷尔政府没有将本就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 (如添置机械化设

备、 优化育种、 扩建农村基础设施等), 而是用在人口迁移上; 没有将农村劳动力

用于扩大再生产, 而是耗在从头开始的拓荒上, 导致迁入新地的农民只能专注于家

庭土地的生产以保障基本生活所需, 根本没有余力耕种集体农田。 在新的 “乌贾

马” 村社中, 集体农田的比例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逐步扩大反而日渐荒废, 合作化

生产方式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这暴露出尼雷尔土地政策的失败: 虽然村社土地在名

·08·

① 《尼雷尔文选》 第 2 卷, 李琳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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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 但实际使用权仍主要掌握在家庭手中。 在相对落后的生

产力条件下, 不论是私人耕种还是合作耕种, 农业产出并不会有明显的差别, 但家

庭土地的产出可直接由家庭支配, 不像公共土地产出除了要被额外抽成外还必须通过

国营渠道以低价出售, 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农民自发地扩大合作化生产是不现实的。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不仅中央决策存在严重失误, 地方领导能力的短板也暴露无

遗。 官僚精英阶层的出现是非洲现代发展史中最为关键的社会现象之一, 这些官僚中

只有少部分接受过殖民政府的现代教育, 而地方官僚大多为解放运动参与者或部落领

袖, 缺少基本的行政素养且对待农民态度高傲, 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帮助文化

程度很低的农民充分理解国家政策, 更没有办法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生产建设工作。 地

方官员借助政策指导的名义直接干涉村社事务, 催生了地方官僚主义和腐败。 农民阶

级的内部分化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矛盾, 历史形成的富裕农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更为亲

密, 富裕农民借助官员的庇护额外占有土地并联合形成 “富农乌贾马” (kulak
Ujamaa) 裙带关系以发展私人财富①。 这种现象鼓励了农村地区私人经济的发展, 随着

国家逐渐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黑市交易日渐兴盛, 国家供应体系失效, 国营经济模式

难以为继。 在粮食短缺和债务压力之下, 尼雷尔最终不得不放弃村社社会主义政策, 以

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指导” 为代价换取援助, 其结果是国家发展道路

改弦易辙———随着跨国资本不断涌入, 坦桑尼亚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 “乌贾马” 社会主义的主要影响

今天, 仍有许多非洲国家在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 在宪法中仍保留

社会主义原则, 坦桑尼亚便是其中之一———虽历经 14 次修改, 但宪法依然明确规

定国家 “遵守民主与社会主义原则”、 奉行 “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政策”②。 然而,
后尼雷尔时代的坦桑尼亚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 历经 40 年发展依然问题重重。 随着

社会矛盾的积累, “乌贾马” 社会主义遗产重新活跃在国家公共话语和基层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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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 L. Raikes, “Ujamaa and Rural Socialism”,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No. 3. 1975.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 rev. 2005)”, https: / / www. nao. go.
tz / uploads / Constitution_ of_ the_ United_ Republic_ of_ Tanzania_ e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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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民审视国家现行政策、 探索更具平等和包容性的新发展路径的重要财富。
(一) 后 “乌贾马” 时代坦桑尼亚的发展困境

由于 “乌贾马” 社会主义政策实践全面失败, 尼雷尔不得不于 1985 年黯然辞

去总统职务, 仅保留坦桑尼亚革命党党主席职务。 为了获得经济援助以度过危机,
革命党副主席阿里·哈桑·姆维尼 (Ali Hassan Mwinyi) 接任总统后即刻接受了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性调整方案, 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然而, 从结果来看, 自由化转型并未取得预期中的效果。 虽然国际贷款配合财政紧

缩政策快速缓解了政府收支压力, 私有化和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经济活力

并吸引了部分外资, 但国家的整体经济质量和生产能力并未实现质的提升, 相反却面

临新自由主义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国有资产流失、 官僚腐败、 公共服务萎缩、
通货膨胀、 城乡和贫富差距扩大、 结构性失业、 劳资矛盾激化等。 鉴于坦桑尼亚的发

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本就落后,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 除了那些最富裕的城市家庭, 大

多数人较之尼雷尔时期反而遭遇了明显的福利损失, 农村地区的减贫脱贫之路更是遥

遥无期, 广大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逐年高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

非洲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的核心是实现从 “国家塑造社会向市场塑造社

会” 的转型, 要求政府解除对生产资料与交换手段的控制并从营利性经济活动中退

出, 只履行 “维持法律秩序与契约执行” 的职能, 其目的是通过所谓的权力下放促进

民间组织的发展、 以市场化的新兴主体填补国家退出后的治理真空。 然而, 事实证明

这一过程充满混乱, 其愿景必然破产。 随着转型疲态尽显, 坦桑尼亚革命党逐渐意识

到只有重构发展理念才能维持其执政地位。 1999 年发布的 《坦桑尼亚发展愿景 2025》
(The Tanzania Development Vision 2025) 标志着 “以人为本的国家发展”① 重新成为

国家政策旨归。 2015 年, 约翰·马古富力 (John Magufuli) 就任总统, 次年接任坦

桑尼亚革命党主席。 任职期间他重申 “乌贾马” 与自力更生理念的时代相关性并推

行改革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实现包容与普惠性发展②。 然而, 全球新冠大流行沉

重打击了坦桑尼亚国家经济, 其制造业和农产品出口大幅下降、 旅游业百废待兴。

·28·

①

②

“The Tanzania Development Vision 2025”, https: / / faolex. fao. org / docs / pdf / tan154578. pdf.
参见邓延庭: 《尼雷尔非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下的马古富力改革》, 《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 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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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以国际贫困线标准衡量, 坦桑尼亚贫困率高达 43. 5%①。 虽然后疫情

时代国家经济已逐渐走出低迷, 但实际状况与 《坦桑尼亚发展愿景 2025》 中提出的

“从最不发达国家晋升为中等收入国家, 经济从低生产率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现代

化和高科技为引领的半工业化经济”② 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如何彻底跳出西方新自

由主义模式的窠臼, 找到一条真正适合坦桑尼亚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现善治

和人民高质量生活, 仍是摆在坦桑尼亚革命党与政府面前的终极课题。

(二) 坦桑尼亚公共话语中的 “乌贾马” 回响

在坦桑尼亚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的最初几年里, 国民经济快速

止跌回稳, 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又再次陷入停滞③, 对于 “乌贾马” 时期的怀旧

和呼唤开始重新进入舆论视野中。 在 1999 年为尼雷尔举行的国葬上, “成千上万的

人们自发聚集在灵柩行进的路线上”④ 表达哀悼。 虽然尼雷尔本人及其主导的 “乌

贾马” 社会主义政策一直受到西方的批评, 但他对于国民集体福祉的承诺和对非洲

文化独特性的坚持以及由此形成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执政理念还是赢得了坦桑尼亚人

民发自内心的认同。

1992 年, 坦桑尼亚改行多党制。 由于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国家发展方面几无建树, 引发群众不满, 反对党借机利用尼雷尔的形象和政策在

国家大选中造势。 2005 年民主与发展党 (Chama Cha Demokrasiana Maendeleo) 竞选

人弗里曼·姆博伊 (Freeman Mbowe) 宣称, “随着尼雷尔的离世, 革命党已行将就

木”, 而自己愿带领人民重建 “乌贾马式公平”⑤。 2010 年该党新任竞选人威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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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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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Bank, Macro Poverty Outlook for Tanzania,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Group, 2024, p. 2.

“The Tanzania Development Vision 2025”, https: / / faolex. fao. org / docs / pdf / tan154578. pdf.
Anna Muganda, “ Tanzania􀆳s Economic Reforms and Lessons Learned”, Scaling Up Poverty

Reduction: A Global Learning Process and Conference Shanghai, 2004, p. 5.
Cranford Pratt, “ Julius Nyerere: Reflections on the Legacy of His Socialism”,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33, No. 1, 1999.
Marie-Aude Fouéré, “ Julius Nyerere, Ujamaa and Political Morality in Contemporary

Tanzania”, in Marie-Aude Fouéré (ed. ), Remembering Julius Nyerere in Tanzania. History, Memory,
Legacy, Dar es Salaam: Mkuki na Nyota Publishers, 2015,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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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 (Willbrod Slaa) 承诺若当选总统将重新 “考虑尼雷尔的立场, 确保医疗卫生

和教育公共服务由国家承担”, 并表示将 “追随尼雷尔富有意义的领导足迹, 引领

国家走向更好未来”①。 除此之外, 面临社会福利锐减的普通民众, 特别是大量在原

国营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失业的工人也常常使用 “社会主义劝勉话语”② 书写抗议信,

或在抗议集会中高唱赞颂尼雷尔的歌曲以获取舆论支持。

作为对上述以追随尼雷尔为名义的政治反对派或抗议分子的回应, 坦桑尼亚革

命党不得不将尼雷尔及其倡导的 “自力更生” 与 “公平正义” 理念重新纳入官方叙

事中, 并试图通过设立尼雷尔哀悼日, 建造尼雷尔青铜像、 博物馆等措施巩固党的

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在发展挑战面前的团结与统一。 现任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

桑 (Samia Suluhu Hassan) 在 2025 年的总统竞选演讲中屡次提及尼雷尔, 表示坦桑

尼亚革命党当下的 “政策、 战略和纲领都体现了他的思想。 坦桑尼亚革命党致力于

建设一个自力更生、 包容繁荣的国家, 让发展对每个公民都有意义……目前推进中

的项目正在将他的理想转化为真正的进步”③。 当下, 尼雷尔的思想和哲学, 特别是

其中关于 “自由、 团结、 自力更生、 勤劳和民族独立” 的内容, 再度成为官方叙事

的一面旗帜, 既代表着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下的国家和人民追求包容性发展的愿景,

也体现了其对具有 “坦桑尼亚特色的社会主义” 内涵的理解。

“公平正义” 和 “自力更生” 是尼雷尔留给坦桑尼亚人民最宝贵的价值追求,

是人民审视国家政策和发展实效的标尺, 在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富裕之前,

尼雷尔及其 “乌贾马” 社会主义理念必将持续回荡在坦桑尼亚公共话语与集体记忆

之中。 然而, 尽管坦桑尼亚革命党坚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国家宪法也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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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社会主义” 为目标, 并且自马古富力以来官方更加频繁地提及尼雷尔及其

政策理念, 但目前国家整体发展策略的内核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 面向未来, 坦桑

尼亚革命党应当充分汲取自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 切实肩负起对人民集体福祉的承

诺, 放弃新自由主义方案, 立足国情重新建立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划, 珍惜

宝贵的社会主义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三) 坦桑尼亚乡村实践中的 “乌贾马” 遗存

后尼雷尔时代,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 “至 1995 年时主导坦桑尼亚社会、
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已然是资本主义那一套”①。 但幸运的是, “乌贾马” 时期的乡村

制度和习惯在转型过程中仍然得到了部分保留, 并成为普通村民应对新自由主义冲

击的一大保障。
村社的民主管理和合作化经营是尼雷尔村社社会主义政策的基本主张。 其中,

村社大会是民主管理的体现, 它在转型过程中得以保留并继续作为村民协商纠纷、
表达诉求、 争取利益的重要平台。 “乌贾马” 时期规划建成的新村社成为原本散居

的各族裔的新聚居区, 但得益于 1964 年酋长制度的废除和 “乌贾马” 社会主义理

念对身份平等的强调,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 种族 /族裔政治化现象几乎未出

现在坦桑尼亚的农村地区②。 相反, 来自不同族裔的农牧民非常积极地参加村社大

会, 并经常援引 “乌贾马” 社会主义时期的村社原则来表达和维护自身诉求, 甚至

用手机记录大会情况以向无法出席的人传达③。
虽然村社大会的存在保留了一定的农村民主自治空间, 但政府对农村事务的干

预也更加频繁, 特别是在土地使用问题上。 地方政府对农村行政管理权的不断扩大

源自村社化运动以及人口强制迁移工作的需要, 而这一趋势延续到了后 “乌贾马”
时代, 且伴随更加严重的官僚化问题。 1998 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将自身对农村事务

的管辖权移交给了地方政府, 仅保留监督和指导职能。 地方行政官员由此获得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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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直接干预村社事务并对村干部施加纪律处分的权力①, 这给新自由主义时代本土

和跨国资本贿赂地方行政官和村社干部以违规获取土地提供了便利。 1999 年新修订

的 《土地法》 重新划分了全国不同性质的土地, 将 “村社土地” (village land)② 授

权村社土地委员会 (Village Land Council) 管理的同时保留了国土部门更改土地性质

的权力。 原本村社土地对外转让需要村社大会 3 / 4 多数表决通过, 但新 《土地法》
颁布后国家可直接变更土地的性质以出售给外资, 这导致坦桑尼亚一度成为 2008 年

金融危机后全球土地抢购潮中的热点地区。 坦桑尼亚至今仍未实现明确的土地确权,
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效率, 还常常引发土地纠纷以及由此导致的暴

力冲突, 给许多坐落在农村地区的对坦援助或外资 /合资开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

影响, 涉及土地开发的纠纷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发展为大规模集体抗议事件并引发媒

体关注和公众谴责。 当代坦桑尼亚的土地政策不仅威胁到乡村实践中 “乌贾马” 遗

产的存续, 还可能持续阻碍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如前所述, 非洲后殖民时代特殊的 “三农” 历史条件决定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

的现代化转型是非洲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 尼雷尔领导的村

社社会主义政策实践并未完成这一任务。 行政科层体系对农村事务的管理与农村基

层民主之间的协调, 以及基于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的科学统一规划、 开发和利用,
是坦桑尼亚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国家既未实现社会主义高效的

中央统筹, 也未实现基于农村自治的集体化合作化发展, 不同制度、 政策之间的模

糊甚至冲突反而造成了生产和管理的低效。 坦桑尼亚建国 60 余年, 经历了村社社

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却始终无法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的严

重落后状态, 更遑论农业现代化和为其他现代产业提供物质和人力支持了。 村社大

会是一个良好的基层制度, 合作化经营方式 (特别在林牧副渔业领域) 也在许多

农村地区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坦桑尼亚政府应珍视这些 “乌贾马” 遗产, 明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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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lisa Greco, “Village Land Politics and the Legacy of Ujama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43, No. S1, 2016.

在土地分类上, 除了 “村社土地”, 还包含由国土部门管理的 “通用土地” ( general
land) 和公共机构用于环境保护的 “保护土地” (reserved land)。 关于具体的土地管理办法, 参

见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Land Act (No. 4) and Village Land Act (No. 5), Dar es Salaam:
Government Publish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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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保护生产、 统筹规划、 科学指导, 有序推进具有坦桑尼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

农村建设, 早日实现减贫脱贫目标, 否则国家将在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泥潭中止

步不前。

三、 关于坦桑尼亚和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坦桑尼亚只有科学总结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切实传承社会主义时期保留下

来的精神、 话语和制度遗产, 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对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以及西

方现代文明的祛魅, 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主动, 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繁荣。 坦桑尼

亚的案例对非洲整体及各国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一) 正确处理产业关系、 科学规划发展路径

尼雷尔提出的以村社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可以看作对落后国家如

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探索, 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错误的产业发展

规划, 即将发展的 “鸡蛋” 全部放在农业农村社会主义化这一个 “篮子” 里, 忽

视了支撑现代国家平稳运行的工业基础。 马克思指出, “现代的 [历史] 是乡村

城市化, 而不像在古代那样, 是城市乡村化”①。 恩格斯也指出,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自己不能满足 (哪怕是大部分) 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 那末, 它现在在

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②。 当然, 在发展的起步阶段, 优先发展

农业是正确的, 因为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率为其创造剩余劳

动力和粮食储备, 但农业部门较低的利润率和农村地区薄弱的产业集聚效应注定

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因此, 正确的做法应是集中力量将农业生产

力快速拉高到一定水平后立即发展工业, 再利用现代工业体系反哺农业、 助推农

业农村现代化。 历史一再证明,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

就注定无法实现经济自主、 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难免沦为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的依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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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1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305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6 年第 4 期

(二)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本民族文化自信

道路决定命运, 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科学有效的发展

道路。 坦桑尼亚及众多非洲国家在后殖民时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历史

选择, 但却因未能科学解答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而纷纷失败。 “乌贾马” 社会主

义虽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但却缺乏

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现实动态的准确把握, 在曲折前进的发展

道路上进退失据, 失去人民的支持。 当 “乌贾马” 政策未达预期时, 尼雷尔并未及

时调整、 科学谋划, 而是向世界银行和跨国资本妥协, 放弃经济自主权; 其继任者

姆维尼更是全盘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 彻底转向新自

由主义路线。 直到今日, 坦桑尼亚仍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社会分化严重、

社会矛盾尖锐。 坦桑尼亚的道路迷失和发展困境在非洲语境下具有普遍性, 对于这

些国家来说, 首先要做的是重拾社会主义发展理念, 立足国情、 扎根人民、 走自己

的路, 只有如此, 方能把握历史主动、 突破现代化困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 在现代化道路上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

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①。 非洲大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 然而殖民主义不仅深刻改

变了非洲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 还几乎摧毁了其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在文化

帝国主义话语霸权下, 非洲本土文化价值被彻底否定, 发展叙事被西方中心主义的

“现代化理论” 垄断。 当非洲教育和媒体系统被有意识地操控, 当代非洲年轻人

“对西方的认知甚至远超对自身物质条件的理解”②, 沦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当务之急便是要打破西方现代话语体系

的桎梏, 找回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实际上, 许多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对此付出了努

力, 如尼雷尔的 “乌贾马”、 利奥波德·桑戈尔 (Léopold Senghor) 的 “黑人精神”

(Negritude)、 克瓦米·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的 “良知主义” (Consciencism)

等, 不过这些理念都随着他们各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被边缘化, 但正如

当代坦桑尼亚公共话语实践所展现的那样, 这些思想仍因其价值取向和本土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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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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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着对人民的感召力。 如何将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发展理论与优秀传

统文化充分结合, 用实际行动打破 “西方道路” 的神话、 重塑非洲尊严, 是摆在非

洲各国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三) 在联合中实现集体可持续发展与自力更生

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 (Walter Rodney) 在 《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

达》 一书中指出, 早期奴隶贸易和 1885 年 《柏林条约》 开启的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的狂潮, 不仅全面破坏了非洲原本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人口结构和内生性发展

道路, 而且通过各种殖民主义手段加速吸纳非洲生产的剩余价值, 通过人为划定边

界阴谋制造民族 /部族矛盾, 使非洲一盘散沙、 分裂冲突不断、 深陷系统性的不发

达, 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依附者①。 在抗击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争取民族独

立和种族尊严的斗争中, 泛非主义和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如黑人马克思主义 (Black
Marxism)、 非洲社会主义等在 20 世纪非洲思想光谱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尼雷尔

看来, “大家庭关系” 是非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它不仅意味着某个国家、 某个

民族的自力更生和集体福祉, 而且意味着整个非洲乃至全人类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

荣。 泛非主义与非洲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两大事业。 一方面, 没有联合统一, 社

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分裂的非洲, 每个国家只会为了争取大国支持而相互竞

争、 相互制约、 相互削弱, 采取任何 “可能招致大国敌对的措施都需要极大的勇

气, 通常的后果是自我牺牲……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轻松地解决任何试图破坏我

们政府或宪法的颠覆活动或其他秘密活动”②, 如此外部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

义与自力更生的。 不管是冷战期间美苏在非洲挑起的代理人战争, 还是西方主导

的结构性转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 都证明没有联合就没有独立自主, 没有独

立自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 没有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旗帜, 非洲统一也很

难实现, 没有共同的价值引领各国很难就关键利益分歧达成一致, 资本主义的意

识形态和发展逻辑只会加剧国家间恶性竞争。 将社会主义与泛非主义作为一项整

体事业推进是 “非洲人民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③, 否则只会深陷新殖民主义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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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之中。
(四) 在中非命运共同体议程中携手实现现代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有着相似的

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梦想, 也在反帝反殖和追求发展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结下了

深厚情谊。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标志着中非关系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 “六大主张” 和 “十大伙

伴行动”①, 为非洲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

下, 中国投资为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化和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对于非洲国家来说, 未来不仅要深化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为非洲发展带

来直接的物质利益; 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和各层次人文交流

渠道,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 领悟 “中国之治” 的密码以及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联系, 重拾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 非洲各国应认识到, 只有本土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

义才能引领第三世界国家走上自立自强之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与尊严。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命运共同体, 既是造福中非人民的

内在要求, 也是回应时代变局的战略共识, 既为全球南方合作树立了典范, 也为

非洲社会主义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打开了大门———对于这项伟大事业, 非洲

各国必须主动承担历史责任, 不辜负时代机遇, 不浪费先辈遗产, 与中国携手,
共同 “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 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

的光明前景”②。

(闫书帝系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康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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